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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

参与动机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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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志愿服务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力量， 更是社会进步的重

要标志。 研究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 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从公众的价值观认知以及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的外部功利性因素、 外部

非功利性因素、 内部功利性因素、 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等几个方面， 对公众的

志愿服务参与动机进行研究。 通过建立双栏模型， 本文发现公众的社会责任

感、 国家层面与公众层面的价值观对公众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有显著影响。 在

志愿者中， 志愿服务的实际效能评价与志愿服务的参与持续性高度相关， 个

人功利性考量则对志愿服务的持续性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发现， 本文提

出了提升志愿服务参与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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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一） 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的研究背景

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能力、 提高社会治理

水平。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 我国社会的治理模式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
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较低， 公众社会治理参与的制度和机制也不完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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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社会公众的参与渠道匮乏、 参与能动不足、 参与效能感不高。 要提

高社会的治理能力， 必须建立健全公众的社会治理参与机制， 实现社会

治理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目标， 从而实现社会治理中各方面资

源的最佳配置。
志愿服务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力量， 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很多社会公众以志愿者身份自发加入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 成为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社

会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是社会整体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也是公众个体现

代性的重要体现。 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说， 发展志愿服务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的重要路径。 因此， 应当深入研究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为提高公

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提供实证研究依据。
（二） 对现有志愿服务参与研究的综述和分析

综观国外对志愿服务参与的研究， 比较多的研究是从心理学、 教育学、
管理学的视角展开的。 例如， 有研究从志愿服务项目的模式设计、 志愿服务过

程中的意义感强化等方面分析了志愿服务的内在动力；① 也有研究从志愿服

务的组织激励机制角度讨论了志愿服务持续性的问题。② 从社会心理学层

面， 学者们重点讨论了志愿者参与服务动机在个体心理层面的不同维度。 例

如， 有学者对志愿服务是利他主义驱动抑或是利己主义驱动进行了分析；③

也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讨论了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是基于内因还是基于外

因；④ 当然， 更多学者倾向于采用多维度视角对志愿服务行为动机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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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认为同一志愿参与行为其内在动因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① 其中， 有学

者提出将志愿服务行为的内在动机划分为价值表达、 学习理解、 职业发展、
自我提升、 自我保护和社会交往等维度， 并通过创建志愿者功能量表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以下简称 ＶＦＩ）， 对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的内

在心理动机进行测量。②

与国外众多志愿服务参与的研究相比较， 近年来， 国内相关研究正随着

志愿服务参与的普及不断增加。 在国内关于志愿服务行为动机的研究中， 有

学者将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从利己型和利他型的视角进行更为细致的类型分

析，③ 也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对志愿服务的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建设进行了讨

论。④ 从研究方法来说， 既有定量研究， 也有质性研究。 例如， 有研究通过

对志愿者进行访谈， 分析了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结构变迁及其特征， 发现志愿

者的参与动机正在实现从以 “责任感” 为轴心的传统性动机向以 “发展”
为轴心的现代性动机和以 “快乐” 为轴心的后现代性动机的结构转型。⑤ 也

有学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 将志愿者动机按从低到高的不同层次划分为功利

型动机、 被动型动机、 快乐型动机、 发展型动机和责任型动机。⑥ 还有相当

一部分学者采用了 ＶＦＩ 对志愿者的内在心理动机进行测量和分析， 对如何提

高志愿服务的参与水平提出了建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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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国内相关研究来看， 研究重点主要是从个体出发的功能层面讨

论志愿服务， 研究对象也以青年群体为主。 在研究中， 除了从功能主义理

论、 个体需求理论， 以及对年龄、 性别、 时间分配等因素的分析外， 较少关

注志愿服务参与者的社会价值观取向、 志愿服务参与效能感等维度。① 尚未

有研究以全体社会公众为研究对象， 对社会价值观取向与志愿服务参与之间

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所以，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志愿服务参与中的参与决策阶段和

参与过程阶段的不同内在动机进行讨论， 并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框

架，② 重点从公众价值观认知以及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的外部功利性因素、
外部非功利性因素、 内部功利性因素、 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等几个方面对参与

动机进行研究。

二、 研究假设、 核心变量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 本文主要从公众的社会价值观认知以及志愿服务中的外部功

利性因素、 外部非功利性因素、 内部功利性因素、 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等几个

方面对志愿服务动机进行研究。 在假设中相关概念的测量上， 使用中国社会

科学院于 ２０１９ 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２０１９） 中的公众志愿

服务情况问卷模块中的问题。
首先， 以往研究发现， 对社会价值观的认知是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重

要动机之一， 正向社会价值观是促进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因素。③ 志愿服务

的内在驱动力是参与者个人的价值观与社会认知， 个体因志愿服务与其内在

认知高度一致而加入到志愿服务中， 以实现和满足其内在价值体系的自我认

同。④ 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 关于公众的价值观认知， 主要采用了情

景式问题和量表式问题， 对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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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了测量。 使用上述变量， 本研究分别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具体假设为：
假设 １： 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有更强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
假设 ２： 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着正向

的影响效应。
其次， 以往的研究发现， 志愿服务动机中既有功利性动机， 同时也存在

非功利性动机。① 本研究对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和功利

性、 非功利性因素的交互效应进行假设。 具体来讲， 内部因素主要是以内因

为导向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 包括功利性因素和非功利性因素两个方面。 一

般来看， 内部功利性因素主要指志愿服务对参与者个体的提升作用。② 中国

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的志愿服务模块， 对内部功利性概念的定义主要借鉴了

国外的已有研究， 重点从参与志愿服务是否有利于个体发展的利己角度进行

界定。③ 对于内部非功利性因素， 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指个体的政治参与

行动、 社会参与行动和政治参与效能感。 例如， 有研究表明， 政治效能感对

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④ 所以， 对该维度的讨论， 本

研究沿袭了以政治的社会参与视角讨论志愿服务参与中的 “效能感” 的分

析主线， 从个体政治参与效能感高低、 政治参与情况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

效应的角度提出假设。⑤

外部因素则主要是指以外因为导向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 同样包括功利

性因素和非功利性因素。 外部功利性因素主要指志愿服务对他人和社会是否

具有实质意义和功利价值， 以及参与志愿服务是否有助于个人实践和履行

“公民责任”。 正如有学者在对 ＶＦＩ 的研究中， 认为志愿服务给志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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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履行 “公民责任” 的机会， 是志愿者参与动机的一个重要维度。① 在中国

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的志愿服务模块中， 从志愿服务是否只重视形式、 是否

能取得实际成效的角度， 对外部功利性因素进行了界定。 对于外部非功利性

因素， 已有国内外学者从志愿服务组织的制度建设、 团队建设等层面进行了

分析。② 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的志愿服务模块中， 该维度的概念界定

主要沿袭志愿者是否出于对志愿服务组织各个方面效能的认同而参与到志愿

服务中的思路， 对志愿组织的对外机制 （招募机制、 资金支持等） 和内部

机制 （项目规划、 组织协调、 人员素质和服务热情等） 进行评价。③

综上， 针对前面提到的四个维度， 本研究提出的具体假设为：
假设 ３： 公众对外部功利性因素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

效应；
假设 ４： 公众对外部非功利性因素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

响效应；
假设 ５： 公众对内部功利性因素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

效应；
假设 ６： 公众对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的认同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

响效应。
（二） 研究数据和核心变量

１􀆰 样本的基本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ＳＳ２０１９） 的数据， 该调查采用

多阶段 ＰＰＳ 概率抽样和入户 ＣＡＰＩ 问卷访问方式， 共访问了 １００００ 多名城乡

居民。④ 在问卷中， 除了基础变量， 也包含公众的价值观测量模块、 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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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情况测量模块以及公众的社会认知测量模块。 在公众的志愿服务情

况模块中， 了解被访者在最近一年是否参与了志愿服务。 具体变量的基本描

述分析见表 １。

表 １　 研究变量基本描述统计 （样本量： １０２５６ 份）

全体 参与志愿服务群体 未参与志愿服务群体

Ｎ ＝１０２５６ Ｎ ＝ １７３３ Ｎ ＝ ８５２５
变量 变量定义 统计 统计 统计

性别 百分比

女性 ４９􀆰 ２３ ４０􀆰 ９ ５１􀆰 ２２

男性 ５０􀆰 ７７ ５９􀆰 １ ４８􀆰 ７８

年龄 均值 ４１􀆰 ９０ ３７􀆰 ５７ ４２􀆰 ９３

受教育年限 均值 ９􀆰 ７８ １１􀆰 ４１ ９􀆰 ３８

居住地类型 百分比

城镇 ５８􀆰 ５３ ５６􀆰 ５０ ５９􀆰 ０１

农村 ４１􀆰 ４７ ４３􀆰 ５０ ４０􀆰 ９９

政治身份 百分比

中共党员 １０􀆰 ３３ １７􀆰 ３０ ８􀆰 ６７

共青团员 １０􀆰 ６９ １７􀆰 ３３ ９􀆰 １１

民主党派 ０􀆰 ３６ ０􀆰 ５０ ０􀆰 ３３

群众 ７８􀆰 ６２ ６４􀆰 ８７ ８１􀆰 ８８
社会经济地位 百分比

社会上层 ０􀆰 ７３ ０􀆰 ８９ ０􀆰 ６９
社会中上层 ６􀆰 ２３ ８􀆰 ８７ ５􀆰 ６０
社会中层 ４０􀆰 ７６ ４３􀆰 ８６ ４０􀆰 ０３

社会中下层 ２９􀆰 ５６ ２９􀆰 ２１ ２９􀆰 ６５
社会下层 ２２􀆰 ７１ １７􀆰 １７ ２４􀆰 ０３

就业身份 百分比

工人 １１􀆰 ８０ ９􀆰 ２３ １２􀆰 ４９
农民 ２４􀆰 ０７ １７􀆰 ００ ２５􀆰 ９７

私营企业主 １􀆰 ３７ １􀆰 ９３ １􀆰 ２２
专业技术人员 ８􀆰 ８９ １４􀆰 ２３ ７􀆰 ４６

干部 ３􀆰 ６７ ６􀆰 ８６ ２􀆰 ８２
办事职员 ７􀆰 ３１ １０􀆰 ９３ ６􀆰 ３４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２０􀆰 ９５ １８􀆰 ０５ ２１􀆰 ７３
自由职业 ６􀆰 ９２ ４􀆰 ０３ ７􀆰 ６９
在校上学 ８􀆰 １８ １５􀆰 ０５ ６􀆰 ３３

退休 ６􀆰 ８４ ２􀆰 ６９ ７􀆰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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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假设中的核心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主要了解被访者是否参与了志愿服务， 以及志愿

者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长 （以小时为单位）。
针对研究假设中的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分别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

查中的相应测量进行分析。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采用情景式问题和量表

对公众的价值观进行了测量， 分别测量了被访者的社会责任优先意识和社

会规范优先意识。 首先， 个体具有社会责任优先意识， 是个体对自己所应

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履行公民社会义务的内在心理认同。 社会责任意识是服

务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社会成员正确对待个体利

益， 纠正非理性行为和对自由的滥用， 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内在凝聚和良

性运行。
其次， 问卷价值观部分还测量了个体对社会规范的遵守， 即在面对个人

利益最大化情景时， 个体是倾向于遵循社会规则抑或是依靠 “关系” 谋求

利益。 在社会行动中， 每个社会成员以社会规范作为个体的行为准则， 社会

规范才能得到维护， 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如果 “关系” 取代 “规则” 成为

社会成员行动的准则和谋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 则会使社会无处不陷入

个体私利和公众利益的现实冲突中， 导致社会生活和道德面临诸多困境。①

所以， 对社会规范的遵守体现了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追求， 是社会价值观认同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对被访者认为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情况进行测量。 有研究表明， 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情况与其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取向有着紧密的联系。② 所以， 调查问卷的志愿服务模块重点对公众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进行测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分为三个层

面， 分别是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 其中，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

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

向，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③

结合以往研究， 除了对价值观的测量，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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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被访者对志愿服务各方面的评价模块。① 其中， 和外部功利性因素相关

的变量反映了志愿者对其所参与志愿服务的实效性的主观评价。 对于外部非

功利性因素，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从志愿者对志愿组织的认可水平角

度出发， 重点考察了志愿服务招募是否具有自发性、 是否有稳固的资金支

持， 志愿组织在服务项目设计上是否有计划性、 组织内部是否有有效沟通，
志愿者是否有较高服务热情等维度。 对内部功利性因素主要测量了志愿者是

否认为其参与的志愿服务能有自我提升的价值； 对内部非功利性因素则主要

测量了个体的政治参与、 社会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效能感。 同时， 在具体研

究中结合我国当前志愿服务组织与动员的实际情况， 对不同志愿服务发起类

型进行了区分， 主要包括个人 ／志愿组织发起、 工作的单位 ／学校发起、 社区

居 （村） 委会发起、 政府部门发起等形式。 其中， 个人 ／志愿组织发起的志

愿服务可以考虑为自发型志愿服务参与， 其他形式则更接近于动员型志愿服

务参与。② 具体变量的操作化和描述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模型核心变量描述统计 （样本量： １０２５６ 份）

变量 变量定义 全体
参与志愿

服务群体

未参与志愿

服务群体

被解释变量

志愿服务参与 （频次） 是否参与了志愿服务 １０２５６ １７３３ ８５２５

志愿服务小时 （均值） 一共从事志愿服务小时 — １３􀆰 ０４ ０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价值观认知 （百分比）

社会责任感

社会利益认知
赞同社会利益

高于个人利益比例
６６􀆰 １１ ７０􀆰 ６７ ６５􀆰 ０３

社会规范认知
赞同遵守规范

优先于走关系比例
７９􀆰 ７０ ８３􀆰 ９３ ７８􀆰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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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变量定义 全体
参与志愿

服务群体

未参与志愿

服务群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
认为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最为重要
３７􀆰 ０１ ３９􀆰 ４８ ３６􀆰 ３９

社会层面
认为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最为重要
３４􀆰 ０５ ３２􀆰 ４７ ３４􀆰 ４５

个体层面
认为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最为重要
２８􀆰 ９４ ２８􀆰 ０５ ２９􀆰 １６

内部功利性因素

（百分比）

志愿服务的自我提升评价
认为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

不能获得个人成长
４􀆰 ８１ １１􀆰 ００ ３􀆰 ４７

内部非功利性因素

（百分比）

政治参与效能感
认为有知识

和能力参与政治
５１􀆰 ６０ ５９􀆰 ２１ ４９􀆰 ７１

社会参与行为
实际参与社会组织

和社会活动
３８􀆰 ０４ ６３􀆰 ３７ ２９􀆰 ５９

政治参与行为
实际参与政治组织

和政治活动
４１􀆰 ４１ ５２􀆰 ７６ ３７􀆰 ６３

外部功利性因素

（百分比）

志愿服务效能评价
认为志愿服务只重视

形式主义， 没有实际成效
１３􀆰 ８１ ３２􀆰 ９２ １１􀆰 ２４

外部非功利性因素

（百分比）

志愿组织的外在机制评价

认为志愿服务招募主要靠

组织， 没有自发性； 没有

稳固的资金支持

２２􀆰 １５ ５７􀆰 ４６ １７􀆰 ４１

志愿组织的内在机制评价

认为志愿服务计划不充分，
组织内部沟通不足，
志愿者热情不足

１６􀆰 ６９ ４１􀆰 ５７ １３􀆰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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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在对计次变量 （ｃｏｕｎｔ ｄａｔａ） 的分析中， 当样本中被解释变量存在一定

比例数值为 ０ 时， 应使用审查回归模型 （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① 常用

的审查回归模型主要包括 Ｔｏｂｉｔ 模型、 双栏模型 （ｄｏｕｂｌｅ⁃ｈｕｒｄ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等。
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有上限、 下限或者存在选择性等问题。②

Ｔｏｂｉｔ 模型实际上包含两部分估计， 一部分是反映选择问题的离散数据模型，
另一部分是受限制的连续变量模型。 但是， Ｔｏｂｉｔ 模型在归并模型的两部分

参数估计中， 只能使用相同的解释变量， 无法区分不同选择群体的异质性。
与之相对应， 双栏模型可以在不同部分模型中对影响因素进行差异化分

析。③ 双栏模型在建模中的个体决策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参数估计以虚

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 第二部分则是在第一阶段条件下对连续型被解释变量

进行模型参数估计。④

具体而言， 双栏模型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归并模型 （决策模型） 为：

Ｄ∗
ｉ ＝ Ｚ ｉα ＋ μｉ，μｉ ～ Ｎ（０，１），

Ｄｉ ＝ １，ｉｆ　 Ｄ∗
ｉ ＞ ０

Ｄｉ ＝ ０，ｉｆ　 Ｄ∗
ｉ ≤０{

其中， Ｄ∗
ｉ 为潜在决策变量， Ｚ ｉ 为影响潜在决策变量的因素。 第二部

分为：

Ｙ∗
ｉ ＝ ｘｉβ ＋ υｉ，υｉ ～ Ｎ（０，１），

Ｙｉ ＝ Ｙ∗
ｉ ，ｉｆ Ｄｉ ＝ １ ＞ ０，Ｙ∗

ｉ ＞ ０
Ｙｉ ＝ ０，ｉｆ 其他

{
其中， Ｙ∗

ｉ 为潜在被解释变量， ｘｉ 为影响潜在被解释变量的因素， μｉ、 υｉ

是随机干扰项， ｃｏｒｒ （μｉ， υｉ） ＝ ρ。 当 ρ ＝ ０ 时， 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ｏｇ（Ｌ） ＝ ∑
０

ｌｎ １ － Φ（ ｚ′ｉα）Φ
Ｘ′ｉβ
σ

æ

è
ç

ö

ø
÷[ ] ＋ ∑

＋
ｌｎ Φ（ ｚ′ｉα）

１
σφ Ｙｉ － Ｘ′ｉβ

σ
æ

è
ç

ö

ø
÷[ ]

其中， Φ （·） 为累计概率分布函数， φ （·） 为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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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双栏模型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分析和讨论

在本研究中， 被解释变量 “志愿服务参与” 从过程来看分为两个不同

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被访者是否参与志愿服务； 第二个阶段是选择参与志

愿服务的被访者， 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小时数。 该被解释变量是计次变量， 样

本中存在相当比例的数值为 ０， 是典型的受限的连续变量。 所以， 本文使用

双栏模型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 基于双栏模型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分析

如前所述， Ｔｏｂｉｔ 模型存在的问题是其在归并模型的两部分参数估计中

采用相同的变量， 无法区分决策模型部分的不同选择群体影响因素的异质

性。 与之相对应， 在双栏模型中则可以根据不同部分模型中影响因素的差异

对不同的变量进行分析。
以往的研究表明， 社会责任和价值观认同是影响公众是否参与志愿服务

的主要因素， 个体通过内在的价值认知和社会认同， 选择是否参与志愿服

务。 所以， 在双栏模型分析的决策模型部分， 本研究的核心变量是社会责任

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被访者选择参与志愿服务时， 影响其服务时长

的分析模型为受限制的连续变量模型。 这部分已经参加到志愿服务中的个体

对志愿组织和志愿服务实效等的评价， 则成为影响其服务时长的重要因素。
所以， 在受限制连续变量模型部分， 主要是检验志愿者对志愿服务效能、 志

愿组织效能等的评价以及对其志愿服务持续性的影响。 在这部分模型中， 外

部功利性因素、 外部非功利性因素、 内部功利性因素、 内部非功利性因素等

是受限制连续变量模型的核心变量。 同时， 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主观认知和

评价性变量， 均进行了统一正向编码调整， 也就是取值越高， 表示被访者越

倾向于积极正向评价。
具体来看， 双栏模型回归显示： 在决策模型部分男性有更高的可能性参

与志愿服务 （β ＝ ０􀆰 ０９１， ρ ＝ ０􀆰 ００８）； 随着年龄增加， 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

可能性会降低 （β ＝ － ０􀆰 ００５， ρ ＝ ０􀆰 ０００）； 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与志愿服务参

与呈正向关系 （β ＝ ０􀆰 ０４５， ρ ＝ ０􀆰 ０００）。 在模型分析过程中， 笔者对年龄的

平方项和受教育年限的平方项进行了检验， 没有发现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

性， 表明年龄、 受教育年限和志愿服务参与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曲线关系， 所

以没有加入到模型中。 从职业类型分析，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有较高的可能

性参与志愿服务 （β ＝ ０􀆰 ３２６， ρ ＝ ０􀆰 ００２； β ＝ ０􀆰 ２６１， ρ ＝ ０􀆰 ０００）。 值得注意

的是， 在价值观层面， 认同以实现国家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为核心的国

家层面价值观和认同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等公众义务和素质层面价值观

的群体， 有更高的可能性参与志愿服务 （β ＝ ０􀆰 ０６５， ρ ＝ ０􀆰 ０００； β ＝ ０􀆰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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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 ０􀆰 ００３）； 与之相对应， 认同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等社会层面价值观

的群体， 则对其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β ＝ ０􀆰 ０３８， ρ ＝
０􀆰 ０５５）。 本文对社会责任变量进行分析， 发现人们对社会利益优先意识和社

会规范优先意识的认同， 均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 β ＝
０􀆰 １４５， ρ ＝ ０􀆰 ０００； β ＝ ０􀆰 １４３， ρ ＝ ０􀆰 ００２） （见表 ３）。

表 ３　 双栏模型决策模型部分的回归分析

β 值
标准

误差
ｚ 值 Ｐ 值

９５％
ＣＩ 下限

９５％
ＣＩ 上限

常数项 － ２􀆰 １４４ ０􀆰 １２１ － １７􀆰 ７１９ ０􀆰 ０００ － ２􀆰 ３７９ － １􀆰 ９０９

性别 （参照组： 女性） ０􀆰 ０９１ ０􀆰 ０３８ ２􀆰 ３９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１６５
城乡居民

（参照组： 农村居民）
－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９ － ２􀆰 ２４５ ０􀆰 ０１２ － ０􀆰 ２０５ － ０􀆰 ０１５

年龄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 ５􀆰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３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５ ９􀆰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５

政治身份 （参照组：
非党员 ／共青团员）

０􀆰 ２８５ ０􀆰 ０４６ ６􀆰 １９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６ ０􀆰 ３７４

职业 （参照组： 其他）

工业制造业工人 － ０􀆰 １６８ ０􀆰 ０８０ － ２􀆰 １０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３２３ － ０􀆰 ０１３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０􀆰 １００ ０􀆰 ０６４ １􀆰 ５６３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２４ ０􀆰 ２２４

农业从业人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４ １􀆰 ３７０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３１ ０􀆰 １７９

专业技术人员 ０􀆰 ２６１ ０􀆰 ０７５ ３􀆰 ４８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６ ０􀆰 ４０７

国家干部 ／政府工作人员 ０􀆰 ３２６ ０􀆰 １１４ ２􀆰 ８６０ ０􀆰 ００２ ０􀆰 １０５ ０􀆰 ５４７

民营企业主 － ０􀆰 １４５ ０􀆰 ０７８ － １􀆰 ８５９ ０􀆰 ０３２ － ０􀆰 ２９６ ０􀆰 ００６

办事人员 ０􀆰 ４３６ ０􀆰 ０８１ ５􀆰 ３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９ ０􀆰 ５９３

无业人员 － ０􀆰 ２５６ ０􀆰 ０６９ － ３􀆰 ７１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３９０ － ０􀆰 １２２

社会责任感

社会利益优先 ０􀆰 １４５ ０􀆰 ０４１ ３􀆰 ５３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５ ０􀆰 ２２５

社会规范优先 ０􀆰 １４３ ０􀆰 ０４９ ２􀆰 ９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８ ０􀆰 ２３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价值观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８ ３􀆰 ６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０ ０􀆰 １００

社会层面价值观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１ １􀆰 ８１０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９

个体层面价值观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１ ２􀆰 ７６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９９

Ｒ２ ０􀆰 ０９８

　 　

在以参与志愿服务群体的服务小时为受限连续变量的模型中， 男性参与

志愿服务群体的服务小时会更少 （β ＝ － ０􀆰 １０４； ρ ＝ ０􀆰 ００９）。 在 ０􀆰 ０１ 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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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 人们的受教育年限对其服务小时没有显著统计影响。 年龄效应与决

策模型部分相反， 中老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群体的服务小时会更长 （β ＝
０􀆰 ００６； ρ ＝ ０􀆰 ００１）。 从职业类型分析，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有较长的志愿服

务时间 （β ＝ ０􀆰 ４０５， ρ ＝ ０􀆰 ０００； β ＝ ０􀆰 ０２２， ρ ＝ ０􀆰 ００７）， 其中以国家干部 ／政
府工作人员身份对其志愿服务时长影响最为显著。 就核心变量来看， 社会利

益优先变量具有正向的统计显著影响 （β ＝ ０􀆰 ００９， ρ ＝ ０􀆰 ０１２）； 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 仅有国家层面价值观的认同对公众的志愿服务时长有正向的

统计显著影响 （β ＝ ０􀆰 ０２４， ρ ＝ ０􀆰 ００４）。 数据显示， 志愿服务是否有实际价

值对人们的志愿服务参与时长有正向的影响效应 （β ＝ ０􀆰 ５４１， ρ ＝ ０􀆰 ００１），
但是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组织的评价、 志愿服务是否对志愿者有提升作用等

在 ０􀆰 ０１ 的显著水平上均对其服务时长没有显著统计影响。 同时， 志愿者的

政治效能感、 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行为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效

应。 从发起形式分析， 单位 ／ 学校等、 社区居 （村） 委会、 政府部门发起

的志愿服务对人们的服务时长均有正向的统计显著影响； 与之相对应， 个

人发起和志愿组织发起的志愿服务则对人们的服务时长没有显著的统计影

响 （见表 ４）。

表 ４　 双栏模型受限连续变量部分的回归分析

β 值
标准

误差
ｚ 值 Ｐ 值

９５％
ＣＩ 下限

９５％
ＣＩ 上限

常数项 － ０􀆰 ０４０ ０􀆰 １６７ － ０􀆰 ２４０ ０􀆰 ４０５ － ０􀆰 ３６４ ０􀆰 ２８４

性别 （参照组： 女性） － ０􀆰 １０４ ０􀆰 ０４４ － ２􀆰 ３６４ ０􀆰 ００９ － ０􀆰 １８９ － ０􀆰 ０１９

城乡居民

（参照组： 农村居民）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２４ － ３􀆰 ４５８ ０􀆰 ０００ － ０􀆰 １３０ － ０􀆰 ０３６

年龄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３􀆰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８ １􀆰 ７７８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７

政治身份 （参照组：
非党员 ／共青团员）

０􀆰 １５４ ０􀆰 ０４９ ３􀆰 １４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９ ０􀆰 ２４９

职业 （参照组： 其他）

工业制造业工人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９ － ０􀆰 ０２２ ０􀆰 ４９１ － ０􀆰 １７７ ０􀆰 １７３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０􀆰 １２２ ０􀆰 ０６７ １􀆰 ８２１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０８ ０􀆰 ２５２

农业从业人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３ ０􀆰 ９４３ ０􀆰 １７３ － ０􀆰 ０５３ ０􀆰 １５３

专业技术人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９ ２􀆰 ４４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９

国家干部 ／政府工作人员 ０􀆰 ４０５ ０􀆰 ０６ ６􀆰 ７５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８９ ０􀆰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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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β 值
标准

误差
ｚ 值 Ｐ 值

９５％
ＣＩ 下限

９５％
ＣＩ 上限

民营企业主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 ０􀆰 １４３ ０􀆰 ４４３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办事人员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９ ９􀆰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９８

无业人员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６ － ２􀆰 ５６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１０

社会责任感

社会利益优先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２􀆰 ２５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社会规范优先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８ － ０􀆰 ０８６ ０􀆰 ４６６ － ０􀆰 １１８ ０􀆰 １０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价值观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９ ２􀆰 ６６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１

社会层面价值观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 ０􀆰 ７２７ ０􀆰 ２３４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３

个体层面价值观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１ １􀆰 ６３６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９

内部功利性因素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

可以获得个人发展
－ ０􀆰 １０４ ０􀆰 ０６８ － １􀆰 ５２９ ０􀆰 ０６３ － ０􀆰 ２３６ ０􀆰 ０２８

内部非功利性因素

政治参与效能感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８ ５􀆰 １２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７

政治社会参与行为

社会参与行为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９ ６􀆰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７ ０􀆰 １５１

政治参与行为 ０􀆰 １４４ ０􀆰 ０２１ ６􀆰 ８５７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３ ０􀆰 １８５

外部功利性因素

志愿服务能够

取得实际成效
０􀆰 ５４１ ０􀆰 １６５ ３􀆰 ２７９ ０􀆰 ００１ ０􀆰 ２２１ ０􀆰 ８６１

外部非功利性因素

外在机制评价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４ ０􀆰 ６７６ ０􀆰 ２４９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８９

内在机制评价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３ １􀆰 ７８３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８６

志愿服务发起形式

个人 ／志愿组织发起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３ － ０􀆰 ２２６ ０􀆰 ４１０ － ０􀆰 １１５ ０􀆰 ０９１

工作的单位 ／学校发起 ０􀆰 ５２９ ０􀆰 １７４ ３􀆰 ０４０ ０􀆰 ００１ ０􀆰 １９１ ０􀆰 ８６７

社区居 （村） 委会发起 ０􀆰 ５４１ ０􀆰 １４９ ３􀆰 ６３１ ０􀆰 ０００ ０􀆰 ２５２ ０􀆰 ８３０

政府部门发起 ０􀆰 １６０ ０􀆰 ０３４ ４􀆰 ７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４ ０􀆰 ２２６

Ｒ２ ０􀆰 １４９

　 　 ·２１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二） 对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进一步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本文通过建立双栏模型验证了人们的社会优先

意识对其志愿服务参与的正向影响效应， 验证了 “社会责任感假设” （假
设 １）。 同时， 从双栏模型分析可以发现， 人们对国家发展层面、 公众义

务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同样对其志愿服务参与有统计上的

显著效应， 但是人们对社会层面价值观的认同则对其志愿服务没有统计上

的显著影响， 部分验证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假设” （假设 ２）。
另外， 本文通过对受限连续变量模型的分析发现， 志愿者持续参与志愿服

务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志愿服务具有外部功利功能， 也就是通过志愿服务参

与的确可以取得帮助他人、 服务社会的实际功效， 验证了假设 ３ （外部功

利假设）。 对于假设 ４ （外部非功利假设）， 也就是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组织

的认同和评价对其志愿服务时长的影响， 则没有通过 ０􀆰 ０１ 显著水平的统

计检验。 不同于以往研究， 本研究发现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参与的持续性并

不受志愿服务参与是否对志愿者本身有功利性价值的影响， 也就是说假设

５ （内部功利假设） 并没有得到验证， 这和以往以青年群体为总体的研究

结论有显著的差异。 但是， 内部非功利假设 （假设 ６） 得到验证， 表明志

愿者个体的政治社会参与行为、 参与效能感对志愿服务参与有正向的影响

效应。
除了上述核心变量， 研究发现政府机关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等比其他群

体人员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服务； 同时， 从发起形式分析， 政府部门、 单位 ／
学校、 社区等发起的志愿服务对人们的志愿服务时长均有正向的统计显著影

响， 说明我国志愿服务的发起有典型的组织动员特征。

四、 基于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分析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就当前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来看， 社会责任

感、 国家层面与个体层面价值观对公众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有着显著影响。 在

志愿者中， 志愿服务参与的实际效能评价与志愿服务的参与持续时长高度相

关。 但同时， 研究也发现在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中， 以单位和政府

部门组织动员形式开展的志愿服务有较好的持续性， 但是个人或者志愿组织

自发型志愿服务参与的持续性较差。
结合上述研究发现， 笔者认为，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提升志愿服务组织水平、 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正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一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 科技支

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正逐步形成， 基层的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建设、 志愿服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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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创新等正在各地实践中不断完善， 补齐基层的志愿服务短板成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公众的志愿服务参

与自发性不足、 志愿服务持续性较低、 部分志愿服务效果不显著等现象， 也

成为制约通过志愿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瓶颈。 基于上述发现， 本文提出

提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水平的建议。
首先， 应当进一步健全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机制， 构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 从模型分析可以发现， 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主体主要

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基层村居委会干部、 在校青年群体等， 志愿服务发起

形式也以单位、 学校、 政府部门、 基层自治组织动员型参与为主， 自发型的

志愿服务较少。 如将志愿服务参与分为组织动员式参与和公众自发式参与，
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形式则主要是前者。 组织动员式的志愿服务参

与一般以政府部门、 学校、 基层自治组织为主导， 志愿服务项目的设计与执

行是以政府、 单位等为主体自上而下展开的， 公众作为被组织的角色， 其参

与程度较低。① 在这种组织动员参与模式中， 组织动员者以其行政权威主导

了参与的各个方面。 正如有学者指出： “在社区动员式参与活动中， 参与者

有明确的个人利益诉求或期望， 一般对社区居委会有着一定的利益依赖或是

希望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得到一定的认同与回报。 因为社区参与能够给当事

人带来物质或是精神上的回报， 所以参与的自主性较差， 对社区参与的目标

期望值不高。”②

与组织动员式的志愿服务参与相对应， 公众自发式参与是以公众个体

和社会需求为起点， 通过公众自行组织发起的志愿服务参与。 具体而言，
公众通过自愿组织形成自下而上的志愿服务模式， 有助于建立良性、 充分

互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同时， 通过社会成员的

自组织， 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避免在组织动员式的志愿服务中出现

的社会资源错配。③ 并且， 在自愿基础上形成的志愿服务参与， 能使志愿者

在最大程度上认同其志愿服务的意义与价值， 强化对志愿者身份的认同， 有

效实现志愿服务队伍的维护和志愿服务的可持续性， 有助于增强社会整体凝

聚力。
其次， 应当进一步强化公众的社会责任感，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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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内化正向价值理念促进志愿服务的外在行动。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必

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 从志愿服务情况看， 公众的参与水平仍有待提

升。 研究表明， 公众志愿服务参与水平与个体的价值观和社会认同有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随着个体对社会责任感和以国家理想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提

升， 其志愿服务参与水平也不断上升。 所以， 要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志愿服务

参与水平， 必须从多方面发力， 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其

中， 尤其应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倡社会优先和集体主义价

值观。
最后， 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制度， 在社会治理模式

创新中大胆探索参与新渠道， 在经验总结中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各项法律与

政策。 从当前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的实际情况来看， 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性略显

不足。 为促进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的可持续性， 应当提高志愿服务项目的规划

水平和项目推动机制， 增强社会公众在志愿服务项目立项、 执行、 评估的全

过程参与， 提高一般社会公众和志愿者对志愿服务项目的知情权、 参与权、
评估权， 完善志愿服务组织者和志愿服务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渠道， 健全反馈

机制。 同时， 在项目规划中， 应当充分考虑志愿服务项目与公众需求的匹配

程度， 注重实效， 提高公众参与的效能感。 在组织过程中， 应当重视建立志

愿服务者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激励机制， 加强志愿服务专业化队伍建设。 在坚

持政府的主导性、 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的同时， 完善志愿者的诉求表达渠道，
建立多方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 建立公共资源使用和分配机制， 完善公共利

益保护机制， 实现政府主导和社会协同、 公众响应的志愿服务良性互动

格局。
总之， 志愿服务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公众志愿服务

参与的实质是社会生活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 体现出个体对社会生活的需

要和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有机结合。 同时， 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体现出个体的社

会意义的实现， 在为他人服务中实现了个体的社会价值。 社会成员在参与过

程中， 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 扩展了社会交往圈， 通过志愿

服务平台和渠道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 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

一。 因此， 志愿服务参与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增强社会凝聚力、 促进社会共

识、 提升社会认同的重要功能。 在社会治理中， 应当广泛动员各方力量， 搭

建公众志愿参与的平台， 凝聚社会公共服务正能量， 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治

理水平， 使志愿服务成为实践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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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岩： 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研究


